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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早。謝謝夏老師剛剛對我的簡單介紹。剛才老師對我的介紹可能少了一點，

就是對於區域合作這個專題，不管是在學術上成為非常重要、新興的研究領域，

或是在全球的城市群、城市區域的實務上面，過去我和施總、邱主秘走過一段路。

現在我算是個逃兵。邱主秘常常耳提面命，要我回鄉貢獻一下。2005 年到 2008

年初，我們戲稱那叫做「北臺第一代」，邱主秘當時還在臺北市都市發展局擔任

科長，在夏老師率領之下，把全球學術界炒得火熱、執行得如火如荼的區域治理、

城市群合作、城市區域這些概念，希望能夠有理想性地融入進來。當時我剛離開

潤泰集團，開始有自己的顧問公司，就和施聖亭施總、許晉誌許總、陳大同陳總，

一起在做這個事情。施總是第一代，我們幾個算是「一‧五代」，我算是個逃兵，

所以我心裡有點過意不去、有點難以割捨。這個是一個很艱困的工作，需要有比

較崇高的信仰，要能在信仰之下付出熱情，才能像施總一做做了六、七年，像邱

主秘不管在哪個位置上面，都不斷地推進。這個熱情不能停下來。我希望今天的

談話能夠讓大家多一點思考：不是在日常行政的政務上，而是當我們面對全球化

的競爭、空間的競爭、中國大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相關的背景下，我們作

為台灣最重要的政府官員、顧問公司、學者、智庫，能夠讓我們在這個大的洪流

中走出自己，不管是一股清流還是中流砥柱，而不會被大的洪流淹沒。日常枝節

的事情，應該要有熱情、要有信仰來克服它、忽略它，往共同的目標邁進。這是

第一個跟各位說明的是：北臺這條路走得很辛苦。我是逃兵，我希望逃避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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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看了一些事情，能夠回來跟各位報告。 

 

第二個是特別要跟各位說明：我是 2008 年 3 月離開台灣到北京工作大概三年，

最近搬到上海。但是，過去三年中我並不是待在北京，雖然我房子是租在北京。

可是在三年中，我粗略估算一下，在中國國內的飛行次數是 650 次，一千多天飛

了 650 次。很多地方是走馬觀花，但也執行很多 project。實際上，我很多城市

待了不少時間，甚至不比北京少。過去三年，總共去過 24 個省份；在中國大陸

省、市、自治區總共加起來 31 個。在 31 個省份去過 24 個省份，大概 80 幾個、

將近 90 個城市。作為一個美國上市公司在中國的公司、拿著台胞證工作的員工，

其實我不可能進到政府的相關決策機制。今天談的城市區域合作相關的作業點、

經費的可能安排、或是政府之間可能協商的過程。當然是沒辦法進去。可是，從

一個在中國城市穿梭來回，面對政府在大政策的提示下，作為一個諮詢顧問公司

該有的內容、檔次，以及時間的快速應變上面，我們可以充分體會到這些城市區

域在中國空間裡頭所造成的可能變化、壓力，以及真實的效率跟成果。我今天有

個特別的政治立場要跟各位說明：就是沒有政治立場。我今天純粹是把相關訊息

做一個觀察跟傳遞。我們做為專業者、做為從旁觀察或是跟大家一起把北臺能夠

做起來，如果帶政治色彩、政治眼光、政治的太陽眼鏡，那事情就可能沒辦法看

到它的真相。今天我可以稍微輕鬆一點，我不像施總、像各位議題組的老師們畢

竟是這個案子的委辦單位，有一些甲方乙方之間的關係存在，我想我會比較直接。 

如果各位中央的長官、地方的長官們有所不妥的地方，請當做這是沒有政治立

場、沒有政治色彩的說法；重要的是它的背景是什麼？它的意義是什麼？它給我

們可以參考與借鑑的地方在哪裡？我們如何轉化成有效的運用方式？而不是在

事件的本身。 

 

花了一些時間做了背景的說明。施總給我的題目是「跨域合作的策略規劃中國與

國際經驗分享」。這其實是有點避開純粹是中國經驗分享，但我過去幾年都在中

國，所以國際的部份，我用其它的方式跟各位做說明。 

 

報告內容分成幾個部分，我就不一一說明，火力集中在中國的部份。倒數第二個

區域發展規劃地區合作台灣的相關特殊議題，就是剛剛夏老師幫我先指出來的部

份，這部分並不是我有任何的結論，而是我覺得作為北臺的相關顧問，可能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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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再放大一些。下面這一段我會稍微理論一些，會比較簡短說明，這個部份最

主要是當年我還在北臺團隊，我自己開了顧問公司的狀況下，在夏老師的指揮和

中華經濟研究院溫蓓章溫教授的協助之下，當時我們協助台北市政府完成北臺跨

域合作機制規劃研究。這是當時夏老師花了很大的工夫，我們把各項資料登到

2007 年國際相關的合作案例，作了一個還算嚴謹的研究結果。各位如對這部份

有興趣，應該可向台北市政府研考會拿到這份報告書。 

 

為什麼要整合城市區域？是為了因應全球化在生產、產業、空間界線的模糊、社

會兩極化、人為的與自然的生態危機，這些都不是單一城市能夠面對與處理的。

此時，國家的角色不再是統治者、管制者、設定方向的來源，這種精英政治的模

式無法有效面對全球化的諸般挑戰。台灣由於有完整的市民社會，不再是一言

堂，因此台灣的國家角色則該成為市民力量的促進者。縣市之間的界線恐怕已經

不再重要，國家應該滿足區域內人民的需求與促發人民的力量，讓市民社會有更

好的發展。這是與你我息息相關的事務。 

 

在過去的學術研究中，「領域治理」的挑戰至少包括：(1)「中央集權」，強調「上

級政府」制定政策統籌權，地方政府的權力有限，中國的狀況類似中央集權，但

近年來情況有所改變；(2)「分治政府」，這在台灣很明顯，政黨利益走在人民利

益前面，這一點在談區域合作時特別會遇到問題；(3)「資源落差」則涵括轄區

劃分、層級差異、本位主義等等。其實，「區域合作」的機制是一個「政治過程」，

而不是一種被設計好的機制；既不可能規劃完備，即便規劃完備，也幾乎不存在

一步到位的情況。 

 

進一步說，這個機制是作為一種治理「過程」，它的焦點不在於財政、法制、行

政體制的措施，它的重點是「人」，也就是我剛剛一直提及的信仰、熱情。在參

與的成員方面，台灣目前仍以縣市政府為主要成員，但以各國的經驗來說，可包

括政府部門代理人、非政府組織（NGOs）、準官方機構或純由民間部門參與，即

公部門主導的程度不一。同時，「議題」是影響區域合作的關鍵事項，因為議題

影響事權轉移和資源運用，也影響了跨域合作機制的主要因素，而不同的議題也

影響與涉及不同尺度的參與合作。此外，法制化不必然是現階段唯一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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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的案例上，以「正式化程度」為縱軸、「行政部門參與程度」為橫軸所形

成的四個象限做為分析架構：(1)美國（ABAG），正式化程度高、灣區步道的議題

具體，且委託專業與非營利組織參與；(2)德國（IBA），政府編列預算由營利公

司執行，公司為了獲利，可能提升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效率，反而更省預算；(3)

義大利（TPs），以協議形式（非正式組織）、議題導向鮮明，強調由下而上的在

地層次，且公、私皆可發起，銀行在可能獲利的情況下會有融資的支持，是歐盟

結構基金制度的原始構想；(4)歐盟的正式化程度最高、有常設性的組織、財政

補助、議題具體、跨行政區劃、行政部門選擇受補助計畫、鼓勵由下而上提案、

並且規範了因合作造成損害利益的補償模式；(5) 中國（長三角經濟協調會），

非正式的協調性質、城市首長高度參與並直接授權、近年來常設秘書處有逐漸正

式化趨勢、由上而下的模式、以基礎建設為重點。 

 

藉由這些國際案例，可以歸納四個可供我們借鑑的重點：(1)法制化、財政、人

事層面之關係，例如政治共識將法制面引導資源分配方向（歐盟案例）；(2)組織

成員多元、行政參與層級高，例如歐盟的案例是國家對國家，另外也有大量的專

業團體、工會、環保團體參與；(3)尺度彈性、跨行政區劃，即不一定是國家對

國家，也可以城市對城市、國家對城市；(4)議題導向，適區域合作很重要的基

準點，由於議題之故，可跨行政區劃合作來解決共同問題。 

 

在中國城市區域合作與城市群形成的背景方面，區域合作與城市群是中國區域發

展戰略下的產物。從 1979 年鄧小平南巡開始，首先開發東部沿海；約 20 年後，

轉往西部大開發（但重點只有重慶與成都）；2003 年則喊出「振興東北老工業

區」；2006 年則是「中部崛起」（中部省份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北、湖南、

江西六省）的政策。在一系列的發展下，建構出了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經

濟發展掛帥的情況下，中國在近年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1980 年開放了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1984 年設定天津、上海、

大連、秦凰島、煙台、青島、南通、寧波、溫州、福州、廣州等地；1985 年設

立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88 年山東半島與遼東半島。更重要的是 1980 年設

立深圳經濟特區之後，在 1988 年設立海南經濟特區，1990 年設立上海埔東新區，

2006 年設立天津濱海新區。這些特區與新區，到目前為止，可能最有爭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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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經濟特區。因為 1988 年設立後，造成 1992 年海南大規模的房地產風暴。因

為大陸的政策灌進去之後，造成房地產泡沫。為什麼政策下去，海南卻會是房地

產泡沫的起始點？儘管全球經濟是其中一個因素，但為什麼海南要這麼多人？海

南有什麼產業？當年深圳到東莞，浦東新區以及現在的濱海新區，我們看到，產

業是關鍵。海南去年才提出建設海南成為國際旅遊島的旅遊產業政策。除了產業

政策，國際旅遊島政策還有政治目的，也就是加重對南海區域的政治與軍事管

理，只是國際上需要以旅遊來包裝。 

 

西部大開發的面積非常大，總共十二省，從內蒙一直到廣西。其中最大、最重要

的是成渝經濟區，而最大的成就就是造就重慶的直轄與成都的提升。此外西部大

開發也包含政治上的意義，也就是可能的藏獨與疆獨的壓力，因此西部大開發是

第二個擺上檯面。 

 

東北老工業區最主要的縱軸線從北邊的哈爾濱、長春、瀋陽到大連；東西向的軸

線，哈爾濱往西邊到齊齊哈爾、大慶；另一條東西向的串接是長春、吉林再往東

邊到圖門，即「長吉圖」。往南邊，瀋陽與大連周邊的城市，即遼東經濟區與大

連經濟區。 

 

中部省分都一直被忽略了：最北邊山西太原、中間河南鄭州、往南邊武漢、往東

邊安徽合肥、往東南江西南昌、往南邊湖南長沙，這些都在跟中央要政策。所有

的中國地方政府，都在期待中央給政策，即每年三月開的全會（今年叫「十二五」）

會有重要政策出現。當重要政策出現後，會有相關的國家發改委（類似台灣的經

建會）協助國務院把各地方規劃送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相關政策推動，除少

數非常發達的城市或區域之外，許多地方政府仍需要仰賴中央給政策，才能往前

推進。因此，地方是需要被指導的。 

 

另一方面，如我剛才說過的，台灣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市民社會，即使我們說各

個地方的空間、環境、行政資源、財力有所落差，但台灣的整體教育水平、公務

員的水平，都不會像大陸那樣有嚴重的落差。這個市民社會形成，在區域合作狀

況之下，究竟地方政府在談區域合作議題，中央扮演的角色應該是什麼？是像大

陸的指導者嗎？台灣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人才程度上並沒有隔閡，在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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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地方政府還需要中央指導嗎？由於台灣是成熟的市民社會，因此中央怎麼

樣把市民社會、地方政府裡頭一些好的政策，能夠以理解、接受，而不是只是以

指導改變來做。市民社會的另一部份動力，可能來自於學者。台灣學者的程度絕

對超越中國大陸絕大多數的學者，只是中國大陸人數很多。在座的各位優秀的學

者們，其實是最好能夠站在中央政府外、協助地方政府，能夠把好的民間力量，

對中央做更好的說明。這其中的關鍵是心態。要相信自己能夠改變台灣、能夠在

全球化趨勢裡面盡點力量，要不然每天在批公文，台灣真的是被洪流淹沒了。有

這個力道，就不用等中央給我們組織、經費、預算或行政權才能做事情。所以地

方自主、市民社會的力量，是讓區域合作最基本的資源；但如果把熱情忘記了，

那就不用做了。 

 

雖然我講得很激動，不管是在學校追隨夏老師做研究、後來自己出來開公司能夠

有一些貢獻，這個議題不是我們當做顧問公司想要在這個議題上賺錢的，儘管我

們有很多員工要養，但如果沒有信仰、沒有熱情，就沒有辦法來協助。而各地方

政府中的長官若是沒有熱情、沒有信仰，同樣的，事情也是做不成。中央政府如

何在市民社會的狀況之下，給出更多的輔導（而不是指導）的力量，這一點可以

跟美國的舊金山灣區政府或 ABAG 學習，看中國的例子並沒有意義。因為中國有

強大的政府支撐，而台灣沒有這一點。美國地方自治的狀況下，必須靠州政府的

相關支持與協助，引入專業者。中央政府站在制高者的位置，資源一定比較多，

怎樣輔助、輔導經費，或是在法制方面創造性的模糊，讓事情先發展再來談法制

化。 

 

中國經濟發展是幾個經濟特區所帶動，經濟特區帶動了城市發展，城市發展又造

成周邊的城市發展，其中生活的議題、交通的議題，城市群變得不得不面對，這

是 1980 年開始的議題，也就是深圳經濟特區成立的時間點。深圳經濟特區近年

遇到的問題與 1980 年代的台灣類似，也就是產業發展之後，工資提高，導致廠

商生產成本增加，而逐漸面臨廠商外移的現象。 

 

浦東新區在磁浮列車上成為中國高鐵重要的項目，而 2010 年的世界博覽會更是

跨域合作議題的重要發展。天津濱海新區是對大陸跨域合作一個重要焦點，裡頭

包括金融區、生態城、空中客機製造基地，特別是空港的相關產業引入。去年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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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中央給政策下成立的重慶兩江新區，其中的關鍵是薄熙來，這位「根正苗紅」

的政治人物能夠有能力跟中央要政策與獲得更大的主導力量。在人力資本上，重

慶的大學城目前人數有十二萬，因此吸引許多高科技產業進駐。中國的城市區域

發展與經濟發展有極大的關係，而城市群的發展也是跟進這波的發展形成；其中

每一代領導人也促成與主導這些經濟區的發展。 

 

1994 年成立由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慶、江門、中山和東莞九個

城市組成珠三角城市群。這些市長的願景不僅於此，更加入香港、澳門這兩個特

別行政區，即所謂 9+2。當這麼大一個省都在談區域合作，台灣所面臨的困難便

顯得小了許多，因此應該克服困難。在合作機制上，每年舉辦一次省長、自治區

主席和港澳行政首長聯誼會議，非常盛大，且都會出席；港澳相應人員參加的政

府秘書長協調制度；設立日常辦公室；並且建立部門銜接的落實制度，這些機制

的運作，讓區域合作得以可能。 

 

1996 年長三角城市群成立時有 15 個成員（上海、無錫、寧波、舟山、蘇州、揚

州、杭州、紹興、南京、南通、泰州、常州、湖州、嘉興、鎮江），2010 年則再

加入合肥等 22 個成員，其中合肥在空間上並未與長三角連結，因此在區域整合

上，空間的相連不一定是必要條件。在合作議題上，一開始以科技、資訊、規劃、

產權、協作為主，2007 年起較為具體，如世博主題體驗之旅、區域環境保護。

以世博主題體驗之旅來說，是各城市幫上海市協調解決相關問題，但同時也因為

吸引人潮，而回饋到其他各城市。同樣的例子是台北花博，是不是也有相關的機

制，將觀光客吸引到北臺其他的七個縣市或中南部？2010 年的鎮江協議提出高

端商務旅遊產品開發，這一點對台灣借鑑很大，因為這是市場細緻的區隔，而台

灣例如藍海旅遊是否也是如此？這些議題都越來越細，且會每年拿出具體成果，

若台灣沒有類似作為，未來如何在全球化上競爭？ 

 

環渤海城市群，主要是北京（作為政治中心）與天津（作為經濟中心）在爭龍頭。

或許可能是政治因素，環渤海經濟區不像珠三角、長三角經濟區有那樣多的具體

成績單。 

 

成渝經濟區的範圍，是台灣的六倍以上。在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重慶先成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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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後，意味著成都短期內不可能直轄，因此兩個長期處於對立與競爭的城市上

彼此不相讓，形成其他城市群很難有的超越意識。成都因為悠久的歷史，重視「耍

文化」，讓成都人自豪；重慶則是長江與嘉陵江的交會口，屬於交通要塞，自成

所謂「碼頭文化」。兩個城市的相互競爭並非壞事，因為目標不是超越對手，而

是超越自己，特別是把 identity 做出來，而共同成為全國十大城市。 

 

大陸在城市群之間的協議使用了投票機制，這一點可供台灣參考。在區域合作

上，有的議題項目可用利益損害補償機制的配套，由受利較多的城市將一部分獲

利分配給利益受損的城市。在作法上可利用諸如區域合作補償基金的模式。舉例

而言，假設臺北的悠遊卡擴及到北臺區域、甚至全臺，由於這是跨域整合，悠遊

卡公司在這基金的運作下，應補貼一部分的利息金額給利益受損城市。利益補償

機制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模式。 

 

新的城市群例如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由於經濟發展動力不甚足夠，將整

合成長江中游城市群。此外，海峽西岸經濟區（簡稱「海西經濟區」或「海西」）

於 2004 年提出、2005 年通過，主要有 20 個城市組成，其中以福州、泉州、廈

門、溫州、汕頭五個城市為主導。這五個城市由於經濟、戰略位置以及政治因素

（面對台灣），其重要性在未來將與日俱增。 

 

綜觀中國改革開放以來，由於讓少數人先富起來，這也造成城市之間的諸般問

題，因此大陸中央需要尋求橫向的跨域合作來解決城市與區域的共通問題。這不

是象牙塔中的學術研究，而是中國大陸每天都在面臨的迫切問題。 

 

關於最近的「十二五」計畫中的區域發展總體戰略，主要以「兩橫三縱」的鐵（含

高速鐵路）、公路串接所有的城市群。「兩橫」是指華北沿海到新疆、上海到成都；

「三縱」則是沿海部分由大連到廣西北部灣、北京到廣州、包頭到昆明。而在開

發軸線上，由於政治因素考量也呈現了翻轉：由西部、再東北、再中部、最後才

是東部。 

 

此外，中國大陸在 2020 年的高速鐵路網當中，將路線延伸到臺灣。這固然有政

治意涵，但重要的是，在大陸如此的規劃之下，我們台灣有沒有相應的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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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規劃，還是被規劃？ 

 

最後，以北臺的「雙港雙城」規劃來說，由於結合空港與海港的概念，以貨物運

輸的性質而言，空港與海港所運載傳送的貨物是極為不同，這在空間規劃上面恐

怕值得憂慮。但是，這個規劃的上層結構是對的，也就是空港與海港這兩個產業

鏈要走在前面，由產業鏈的連結，配合 ECFA 早收清單，讓產業整合大於空間整

合。此外，台北港如何與泛長三角經濟區、海西經濟區的港口合作也是重要議題。 

 

關於臺灣五都劃分的政治現實，從空間規劃的專業而言，是令人感到失望的。前

面提過，台灣是成熟的市民社會，講白一點，地方政治、派系仍是非常大的力量，

這一點在區域整合上有什麼解決方法？這可以在下午的座談聽聽大家的意見。不

過，從剛才提過的北京、天津與成都、重慶的競爭，究竟可以給五都或北臺什麼

樣的啟示？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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